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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已，且是诚心融入。儒、佛、道三者贯通于他们的
思想中，浑然一体，不分彼此，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谓
自由而且阔大，不问是与否，只求个性的释放。简
单择几个例子:
“侯高字元览，……少为道士，学黄老练气保
形之术，居庐山，号华阳居士。……怀救物之略，
……达奚抚为楚州，起摄盱眙。祭酒李公逊刺衢
州，请治信安。其观察浙东，又宰於剡。三县皆有
政”①;“匡庐奇秀甲天下山。……太原人白乐天见
而爱之，……作为草堂。……堂中设木榻四，素屏
二，漆琴一张，儒道佛书各三两卷”②;宰相陆希声，
一炷清香两卷经，竹窗深夜诵丹经;顾况父子将家
人迁至茅山，潜心修道等等。此外，儒道之间、儒佛
之间交往的例子也是在在有之，举不胜举。佛道思
想的渗入改变了中唐知识分子的价值观，并进而改
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，促使其思维个性
化，多样化。刘禹锡《送僧元暠南游》诗有“传灯已
悟无为理，濡露犹怀罔极情”③句，把黄老的无为思
想和佛教理念结合起来，浸淫在无极的思维汪洋之
中。就佛理而言，士人的认识也大不一样。反对者
韩愈自有其论，李翱除视佛教为夷狄之道外，还别
出心裁地说:“佛法之所言，列御寇、庄周所言详
矣。”④比较起来，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等人的观
点更有启发性。柳宗元说:“儒以礼立仁义，无之
则坏;佛以律持定慧，去之则丧。是故离礼于仁义
者，不可与言儒;异律于定慧者，不可与言佛。”⑤近
乎儒佛并尊。刘禹锡则认为“佛以大慈救诸苦，广
起因业，故劫浊而益尊”、“阴助教化，总持人天”⑥，
给予极高评价。他还认为:“佛法在九州间，随其
方而化。”⑦看到了佛教本土化的趋势。白居易的
扬佛更为出名，他认为佛“以方便智说方便法”，
“众生之性，即是法性”⑧。对佛理的消化，白居易
可称模范。刘禹锡与白居易都提到佛法平等问题，
这显然是他们人生经历的一大感悟，也使他们的价
值观念发生变化。
另一方面，思想的多样性与思维空间的变化又
导致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化，个性张扬使中唐知识分
子呈现出不寻常的风采。如杭州房使君“善美双
著。其善也，在乎制事中度，立政有要。……其美
也，在乎雅量汪洋，神机贞明，蓄山之灵，洞人之情。
鉴有所临，细无遁形。丽藻之振，其音铿铿”⑨;顾
况，“披黄衫，白绢褡头，眸子瞭然，炯炯清立，望之
真白圭振鹭也。”瑏瑠可见，中唐的人文思想环境相对
来说是比较自由而宽容的，因此，知识分子能够用
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人生，尽情地展示个性风采。
文人思维的个性化在诗歌创作方面体现得尤
为明显。韩愈以文为诗，韩愈、孟郊、李贺、贾岛以
奇为诗，刘禹锡以学为诗，元稹、白居易以俗为诗，
都代表着不同的个性倾向。叶燮《百家唐诗序一》
称:“三代以来，诗运如登高之日上，莫可复逾。迨
至贞元、元和之间，有韩愈、柳宗元、刘长卿、钱起、
白居易、元稹辈出，群才竞起，而变八代之盛。自是
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，凿险出奇，无不以是为前
后之关键。……变盛者，群才之力肆，各途深造，而
诗之尚极于化。”瑏瑡用叶燮的话来说，贞元元和之际
出现了一批“变八代之盛”的诗人，其成功的原因
在于“各途深造”，而所谓的“各途深造”，指的就是
诗歌创作的个性化。晚清陈衍云:“庐陵、宛陵、东
坡、临川、山谷、后山、放翁、诚斋，岑、高、李、杜、韩、
孟、刘、白之变化也;简斋、止斋、沧浪、四灵，王、孟、
韦、柳、贾岛、姚合之变化也。”瑏瑢认为宋诗的个性化
特色乃承元和诗风而来，宋人各取中唐一家形成自
己的个性，这实际上是从侧面肯定了中唐尤其是元
和诗风的个性化。
三
了解了中唐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变之后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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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看到，“振兴唐室、以天下为己任”仍被中唐诸多
士子奉为历史使命，此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是多
元的。颜真卿、颜杲卿、张巡等人的英雄事迹，像惊
雷一样震憾着中唐几代人的心灵。“忠义”一词成
为献身国家与民族的代名词，成为人们讴歌的主
题。李翰《进张巡中丞传表》论曰:“奋身死节，此
(张)巡之忠大矣。”①把“死节”列为“忠义”之最高
表现，突出了自古以来公认的献身精神，这种精神
是中唐知识分子人生取向的升华，不可忽视。其
后，在平定淮西之乱的战争中，裴度、李愬、乌重胤
等名将的英勇事迹，再次唤起了生活在多难之秋的
知识分子内心的英雄主义。歌颂淮西之役的诗文，
除韩愈的《平淮西碑》②、柳宗元《奉平淮夷雅表》之
《皇武》、《方城》③等外，还有章孝标的《王师如时
雨赋》④。章是元和十四年(819 年) 进士，时距淮
西平叛胜利不到二年，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沉浸在胜
利的欢歌中。所以，他在试赋时讴歌王师“剪屠”
吴元济之流，“实百姓以为心”;是役也，“谋臣如
雨，猛将如林”;“以此出征为活国，不能无战乃爱
人。故得戎羯来王，淮夷( 吴元济) 纳款。”赋文喷
发出炽热的英雄主义情感。受“忠义”思想和英雄
主义薰染的知识分子，在国家民族和个人关系的处
理上，必然会有顾国忘我、舍生取义的理想出现，其
人生价值不言自明。
这种人生价值观与盛唐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的
精神是一脉相承的，而且当战争结束后，唐王朝再
度崛起成为时代的呼声，许多文人开始逐渐从战乱
乍起茫然无措的心情中摆脱出来，再度发挥士阶层
的济世作用，为中兴唐室出力。李益《塞下曲》中
吟道:“莫遣只轮归海窟，仍留一箭射天山。”⑤几乎
是终生潦倒的诗人孟郊在这种士风的感染下，写下
了“朝思除国仇，暮思除国仇”⑥的令人感动的诗
句;李贺在面对国运维艰的局面时，也发出了“男
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⑦、“唯愁裹尸归，
不惜倒戈死”⑧的豪言壮语。这些诗句虽仍免不了
书生意气，但由此可以看出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
重而道远”的传统人生价值取向仍然在中唐士子
的热血中激荡着。为政治革新付出代价的刘禹锡、
柳宗元以及勇谏迎佛骨的韩愈都从不同角度为中
兴唐室摇旗呐喊，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李唐
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刻，仍顽强地维持着济世救人的
传统价值取向，一如白居易言:“丈夫贵兼济，岂独
善一身?”⑨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勇气和精神
在整个中唐都不曾消失。
综上，中唐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，在
坚守以儒为本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，他们的思想
和心灵悄然发生着变化。这种变化有其哲学高度，
一方面原因是他们多受严格的诗赋创作训练，形象
思维特别活跃。钱钟书先生指出:“今之文史家通
病，每不知‘诗人为时代之触须( antennae)’( 庞特
语)，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，形象
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，而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
想，推波助澜。”瑏瑠因此之故，对于社会的变革，以诗
歌创作为生的中唐知识分子，便有着“春江水暖鸭
先知”的敏感，进而作出具有哲学意义的概括。如
柳宗元、刘禹锡等，他们的哲学著作推陈出新，发展
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，自不待言。他们的日常吟
咏，也抒发了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的情愫。另一方
面，也应看到价值观的转变有诸多社会的、时代的、
政治的、经济的乃至个人的因素。不同的价值观决
定了知识分子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政治、生活道路的
选择，他们的不同人生际遇又影响着价值观在不同
时期的调整和改变。中唐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变化
在思想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，它有着承前启后
的作用。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转型，宋型文
化萌芽，由价值观念的转变可以看出，中唐士人的
个人自觉意识加强了，宋明以后的社会文化、士子
风采更为绚丽多姿，追溯其源起，便是在中唐。
( 责任编校: 唐昌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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